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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双碳”战略目标和绿色发展新时代背景下，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更新用户定制化的生产模式，成为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旋律。本研究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模型，探究用户参与、知识距离和知识整合机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合197家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SPSS23.0和PROCESS宏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知识距离负向调节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互动化机制比程序化机制更能缓解知识距离的负向调节效应。通过阐明知识距离和知识整合机制共同作用下的可能调节机制，研究结论为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的解释。本研究为制造业如何有效的利用用户资源提供新的见解，从而也为制造业采取措施推进绿色创新提供思路指导，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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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user participation on green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knowledge distance and knowledge integ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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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have boosted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in green innovation, which has a dual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we develop a moderated moderation model to i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user participation, knowledge distance, and knowledg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97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data analysis are made by using SPSS23.0 and PROCESS macro, we find that: 1)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 participation and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2) Knowledge distance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ser participation and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3)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rather than the programmed mechanism, can mitigate the negative moderator effect of knowledge distance. Henceforth,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 participation and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is proposed by articulating the possible moderating mechanisms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knowledge distance and knowledg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Besides, our study provides some new insignt how the enterprises can effectively utilize user resources, also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take measures to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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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巴黎协定》生效以来，全球各国都在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的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是我国疫情后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制造业在我国整个工业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制造业过去“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严重制约着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更新用户定制化的生产模式，成为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旋律。由于资金和资源有限，制造业开始与产品价值终端-用户合作，用户的绿色经历为提升制造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了无限可能[1]。用户参与，指的是用户参与到企业绿色创新的全过程，协同企业实现产品、工艺与服务的改进与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精确度[1-2]。由于用户参与企业绿色创新在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方面具有显著关联作用，使其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选择。国内外学者以企业绿色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视角[3]、关系视角[4]及吸收能力视角[5-6]等进行了广泛研究。近年来，学术界更加关注如何有效整合用户，特别是制造企业用户知识的有效整合等问题[7]。麦肯锡（2019年）报告称，全球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司通过获取外部知识改善和维持了业绩；在一些传统制造业，如制药和汽车行业，有效获取外部知识的成功率仅在4%到11%之间[8]。更重要的是，虽然用户参与企业绿色创新能为企业带来所需的大量用户知识，但其过程中，知识特征、用户能力差异和双方认知差距等增加了知识整合难度，从而给企业的创新管理带来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了解哪些因素可能影响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对学术界和实践都至关重要。
Prahalad et al.（2000）指出，用户参与在企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有效避免企业创新的失败率[1]。首先，用户参与加速了企业与外部的之间的知识流动，促进双方知识共享和共创[9-10]；其次，用户形成的数据能够反映不同群体用户需求的特征和动态性，能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11-13]。虽然用户参与为企业摆脱了自身知识的不足和局限性，但是这些知识由于知识距离的存在并不必然给企业带来预想的成效[14]。知识距离的提出来源于合作创新研究对合作伙伴选择过程中双方在知识基础上差距的关注，因为知识基础的匹配能有效降低合作的成本。知识距离被定义为知识源和知识接收方在处理相同知识的过程中在知识基础上所呈现出的差距[15]。以往的研究主要探讨了知识距离对企业技术能力[14]、商业模式创新[16]和绿色创新[17]的影响。然而，很少研究知识距离和用户参与之间交互对绿色创新的影响。鉴于用户参与不是简单地获取用户知识，而是为了将用户知识转化并为企业所用，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知识距离如何影响用户参与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
以往研究表明，知识距离来源于是双方在知识基础和知识量储备上的位差，这种位差依赖于合作伙伴在特定的知识要素上差异化[18]。因此，为了缓解知识距离，企业需要具备有效的知识整合机制，来获取并清晰地转译用户知识（新学习、新经验、新程序）。知识整合机制反映了企业利用不同的手段来有效提升知识整合效率。总体来说，知识整合机制包括程序化机制和互动化机制两种。程序化机制代表正式程序，指的是通过正式规则、方法等途径，将分散和模糊知识汇集成一个有序整体，促进组织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19]；互动化程序指的是组织通过成员间沟通互动的方式，运用集体经验和智慧进行知识整合[20]。然而，目前对不同的知识整合机制对知识距离影响的研究还很局限，这可能导致企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规避知识距离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是：哪种类型的知识整合机制会影响用户参与和知识距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联合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构建以用户参与为前因变量，企业绿色创新为结果变量，知识距离和知识整合机制为调节变量的调节模型，旨在阐述知识距离决定用户参与对绿色创新影响的可能的调节机制，以及两种不同的知识整合机制的二次调节效应，从而为制造业如何有效利用用户资源提供新的见解，亦可为制造业采取措施推进绿色创新提供思路指导，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1 理论假设
1.1 绿色创新活动中用户-企业间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是指在组织中构建具有任务和技术的知识系统[21]，使信息和知识能够通过获取、创造、共享、整合、记录、访问和更新的过程来实现知识持续创新的最终目标。因此，知识整合除了强调知识在组织间流动与传递之外，还重点关注对知识的转化、利用与创造，是对知识转移与共享的拓展，更能准确反映绿色创新过程中知识的复杂交互[22]。在大数据技术出现之前，企业难以利用用户这一宝贵资源[23]。大数据技术出现后，以数据为连接纽带，企业与用户结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用户参与绿色创新成为可能，这表明在大数据环境下，用户不再仅仅是观察者，而是能够参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群体。
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出发，已有研究认为知识的转移、共享及共创是用户参与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的有效路径。首先，由于一些新兴技术的出现，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企业可以及时捕捉用户参与的数据化特征[24-25]；其次，用户形成的数据能够反映不同群体用户需求的特征和动态性，能为企业运作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26-28]。例如，通过从消费者那里收集的大量数据，企业现在可以使用高级分析来获取与消费者特征和未来消费者行为相关的新知识，从而为有效的商业决策提供潜在条件[27]。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用户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1.2 知识距离的调节作用
距离是一个物理术语，指的是两物体在空间或时间上相隔或间隔的长度。组织学者延续距离的概念并将其运用到知识管理的背景下，导致知识距离的出现。知识距离的提出来源于合作创新研究对合作伙伴选择过程中双方在知识基础上差距的关注，因为知识基础的匹配能有效降低合作的成本。考虑到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时，需要接收用户知识或经验，这可能与企业现有的知识基础呈现出差距。因此，不同程度的知识距离可能会影响用户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性。
知识距离越大，反映出知识提供方（用户）和知识接收方（企业）在知识体系上的匹配存在的障碍越大[29]。虽然大数据技术提升了用户参与行为的可数据化程度 [30]，但也伴随知识量超载和知识识别模糊等问题出现，由于企业的先验性知识不足，知识重叠度低，则会增加知识获取和应用的成本，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将会受阻[18]。因此，知识距离越大，企业消化和集成外源性知识需要花费的努力与资源也就越多，创新的规模性经济效益将削弱。相比之下，知识距离越小意味着企业容易接受用户的知识或者经验，即使存在“过度嵌入”的风险[29]，企业间的知识基础存在较大重叠、相似度高、差异性小，因此有利于各方对所接收到的知识实施编码并整合，进而促进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
基于以上观点，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知识距离在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1.3 知识整合机制的次要调节作用
知识距离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知识基础的差异。因此，要规避知识距离，就必须通过知识整合机制来实现用户和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共享、转译和共创。知识整合机制包括两种类型：程序化机制和互动化机制。程序化机制指一种正式的知识整合机制，通过正式规则和方法等途径，获取和共享用户知识；相反，互动化程序则是一种非正式的知识整合机制，指的是组织通过成员间沟通互动的方式，打破组织边界，进行知识整合。先前研究验证了知识整合机制对新产品绩效的影响[31]，但知识整合机制如何通过影响知识距离来改变用户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却鲜有研究。
首先，已有研究表明，知识整合机制通过连接不同知识源来促成新知识的出现[32]。通过程序化或互动化方式，企业可以对大量零散、模糊的顾客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和整理，提升外部知识理解和吸收质量。程序化整合机制能够为顾客信息资源提供稳定的转移渠道，可以有效降低信息转移成本[33]，互动化整合机制则能够打破行政壁垒对信息转移的制约，有效避免信息传递中出现的延迟、遗漏、失真等现象[34]。总体而言，企业的知识整合机制水平越高，可能会有越多的用户愿意在企业内分享知识，缩小知识距离，从而使企业更好地吸收用户知识。因此，高水平的知识整合机制，可能会削弱知识距离，从而间接促进用户参与和企业的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基于以上论证，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 程序化机制越高，知识距离对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的负向调节作用越弱。
假设3b 互动化机制越高，知识距离对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的负向调节作用越弱。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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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概念模型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测量
本研究有5个变量。在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和测量上，均采用已有研究，并结合本研究的内容加以适当的修改，根据相关专家的研讨，最终确定测量量表。所有条目均采用Likert 七级量表打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首先，用户参与借鉴Calson(2019)[35]和Zhao et.al(2020)[36]的测量量表，包括3个题项，这些题项展示了用户参与的方式和程度；其次，知识距离借鉴Cummings et al. (2003)[15]的测量量表，包括5个题项；然后，程序化机制借鉴Zahra et al.(2000)[37]的测量量表，包括5个题项；另外，互动化机制借鉴LMD Luca et al. (2007)[19]的测量量表，包括4个题项；之后，借鉴Chen (2008)[38]和Huang & Li（2018）[39]的4个题项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最后，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公司成立年限（由成立至 2022 年的年份确定）、公司规模（由员工人数确定）、产权性质和制造业类型。
3.2 数据收集
正式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中国的制造企业。首先，由于中国是全球制造引擎[40]，随着国内顾客和国际顾客对企业关注度的提升，中国制造业一直在加快绿色创新的速度；其次，在过去，中国一直走的是“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之路，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减轻对环境的污染；最后，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已经较为成熟，并且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绿色转型，为本研究提供了相对丰富的样本。
在正式问卷发布之前，我们邀请了30名在制造业绿色创新方面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MBA学生进行预调研，以评估问卷的措辞和完成问卷所需的时间。此外，邀请3位制造业绿色运营领域的专业人士，对问卷进行细化和润色。对于每个受访者企业，需要两个关键受访对象，一位受访者仅限于企业高管，他们主要回答用户参与、知识距离和知识整合机制相关问题；然后制定另一位受访者（即财务或市场经理）回答公司绿色创新相关问题。在正式问卷收集阶段，采用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两种发放方式，并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发放：第一，利用与学校的实验室长期合作并保持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的制造企业，自行上门发放与回收。这种方式通过与企业填写问卷人员的现场沟通，保证了获取数据的可靠性，并且可以获得较多的产品使用企业名单。第二，利用学校EMBA课堂进行发放，EMBA绝大部分是在企业工作多年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经验丰富的人员，对企业的整体情况有比较熟悉的了解，能够较好的完成问卷的填写工作。第三种渠道，通过电子邮件与回收。
在正式的数据收集阶段，共向506家制造企业发放问卷，其中305家企业填写问卷，有效问卷197份，回收率为64.59%。表1描述了样本公司的概况。大多数企业为运营10年以上的私营企业，员工在200名以上，分布在多个制造领域。
表1 样本统计数据信息（N=197）
Table 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N=197)
	
	频率
	百分比

	所属行业
	装备制造业
	18
	9.14%

	
	汽车制造业
	13
	6.60%

	
	电子设备制造业
	38
	19.29%

	
	石油化工制造业
	12
	6.09%

	
	食品加工业
	16
	8.12%

	
	制药行业
	49
	24.87%

	
	冶钢行业
	12
	6.09%

	
	纺织行业
	14
	7.11%

	
	其他
	25
	12.69%

	企业规模
	100人以下
	17
	8.63%

	
	100-199人
	23
	11.68%

	
	200-499人
	48
	24.37%

	
	500-999人
	51
	25.89%

	
	1000-4999人
	49
	24.87%

	
	500人及以上
	9
	4.57%

	企业年限
	10年以下
	20
	10.15%

	
	10-19年
	88
	44.67%

	
	20-29年
	68
	34.52%

	
	30年及以上
	21
	10.66%

	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
	35
	17.77%

	
	集体所有制企业
	10
	5.08%

	
	私营企业
	137
	69.54%

	
	外资企业
	15
	7.61%


4 数据分析和检验假设
4.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从程序操纵和统计分析两个层面遏制共同方法偏差。程序操纵层面告知被访者，本次问卷填写完全匿名且仅用于学术研究，以防止主观填写偏差。统计分析层面运用Harman单因素方法，对全部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所得特征根大于１的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3.43%，首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6.55%，小于50%。因此，程序操纵和统计分析两个层面证实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4.2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和收敛效度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所有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0[41]，意味着本研究测量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在效度检测方面，所有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值从0.651到0.928，均大于0.50，表明收敛效度良好；此外，各个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AVE）均大于0.50[42-43]，进一步证明了本研究的收敛效度良好。


表2 信度和收敛效度分析结果（N=197）
Table 2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N=197）
	变量
	题项
	标准载荷
	Cronbach's α 
	AVE

	用户参与
	用户会积极地告诉我们自己拥有的环境信息
	0.894
	0.896
	0.687

	
	用户经常向我们提供有关绿色需求和偏好的信息
	0.892
	
	

	
	用户平时注意积累环境问题的处理经验
	0.854
	
	

	
	用户经常设计出绿色创新方案的新思路
	0.651
	
	

	知识距离
	我们企业和用户的知识存在一定的重合和相似度
	0.928
	0.904
	0.727

	
	我们企业拥有理解和运用外部知识所必需的知识基础
	0.722
	
	

	
	用户拥有理解我们企业如何使用外部知识资源计划的知识基础与能力
	0.854
	
	

	
	尽管存在知识基础上的差异，但是交流沟通并不困难
	0.899
	
	

	
	我们获取到的不同用户知识的运用程度不同
	0.865
	
	

	程序化机制
	绿色创新活动中，我们会定期发放问卷收集用户建议
	0.763
	0.847
	0.641

	
	绿色创新活动中，用户会定期反馈自己的感受
	0.828
	
	

	
	绿色创新活动中，我们有正式的渠道接收顾客建议
	0.694
	
	

	
	绿色创新活动中，我们有处理顾客建议的程序和方法
	0.789
	
	

	
	用户对我们处理问题的满意程度，我们会定期回访
	0.736
	
	

	互动化机制
	用户和企业经常就绿色产品相关的某些问题进行讨论
	0.694
	0.781
	0.618

	
	需要时，企业可以和来自不同地区的用户很舒服地互相打电话沟通
	0.879
	
	

	
	我们和用户彼此都很容易沟通、共同解决问题
	0.856
	
	

	
	用户和我们之间彼此分享绿色知识、经验和信息
	0.799
	
	

	绿色创新
	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企业选择污染较少的产品材料进行产品开发
	0.714
	0.840
	0.758

	
	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企业谨慎评估产品是否易于回收、再利用和分解
	0.832
	
	

	
	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企业及时了解政府相关的绿色政策支持
	0.722
	
	

	
	与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企业更能满足用户使用绿色产品的意图
	0.736
	
	



判别效度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各个潜变量AVE平方根均大于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Fornell & Larcker,1981[42]; Nunnally, 1978[43]），因此，证明了本研究的判别效度良好。
表3判别效度分析结果
Table 3. Correlation matrix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1
	2
	3
	4
	5

	1.用户参与
	0.829
	
	
	
	

	2.知识距离
	-0.480**
	0.853
	
	
	

	3.程序化机制
	0.353**
	-0.280**
	0.801
	
	

	4.互动化机制
	0.471**
	-0.296**
	0.318**
	0.786
	

	5.绿色创新
	0.763**
	-0.325**
	0.236**
	0.640**
	0.871


    注： ***p<0.001，**p<0.010，*p<0.005，下同；对角线上的数值为AVE的平方根，下对角线为变量间相关系数。
4.3 假设检验
为了进一步避免回归分析中的线性重合，借鉴Song & Di Benedetto（2008）[44]的研究，通过多重共线性诊断来缓解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变量的容忍度均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VIF）处于[1.166,1.834]区间，均小于10（Hu,Mcnamara & Piaskowska,2017[45]）。因此，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采用SPSS23.0回归分析和PROCESS宏进行数据分析。用户参与为自变量，知识距离、程序化机制和互动化机制为调节变量，企业绿色创新为因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归分析结果（N=197）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N=197)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控制变量
	
	
	
	
	

	企业年限
	0.003
	-0.001
	-0.004
	0.004
	0.005

	企业规模
	0.031
	0.038
	0.040
	0.035
	0.018

	国有企业
	-0.043
	-0.032
	-0.014
	-0.027
	-0.029

	私营企业
	0.041
	0.068
	-0.054
	-0.033
	-0.118

	外资企业
	-0.053
	-0.022
	-0.022
	-0.047
	-0.129

	装备制造业
	-0.353
	-0.372
	-0.322
	-0.364
	-0.217

	汽车制造业
	-0.393
	-0.476
	-0.335
	-0.456
	-0.284

	电子设备制造业
	-0.423
	-0.325
	-0.313
	-0.330
	-0.386

	石油化工制造业
	-0.265
	-0.264
	-0.298
	-0.349
	-0.202

	食品加工业
	0.031
	0.038
	0.040
	0.035
	0.018

	制药行业
	-0.133
	-0.132
	-0.154
	-0.231
	-0.148

	冶钢行业
	-0.381
	-0.395
	-0.387
	-0.376
	-0.206

	纺织行业
	-0.061
	-0.027
	-0.142
	-0.134
	-0.037

	直接效应
	
	
	
	
	

	用户参与
	
	0.316**
	0.530***
	3.674**
	0.773

	调节效应
	
	
	
	
	

	用户参与×知识距离
	
	
	-0.161***
	-0.254
	-0.815**

	用户参与×程序化机制
	
	
	
	0.011
	

	知识距离×程序化机制
	
	
	
	-0.072
	

	用户参与×知识距离×程序化机制
	
	
	
	0.026
	

	用户参与×互动化机制
	
	
	
	
	-0.530**

	知识距离×互动化机制
	
	
	
	
	0.521

	用户参与×知识距离×互动化机制
	
	
	
	
	0.132*

	R2
	0.005
	0.814
	0.821
	0.713
	0.564

	F值
	0.774
	1.958
	5.975***
	10.108***
	7.414***

	N（样本数量）
	197
	197
	197
	197
	197


模型1放入所有的控制变量，模型2添加自变量，从而检验用户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首先，模型1的结果表明控制变量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次，模型2的F值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受到控制变量的影响。接着，删除所有控制变量后，F值增加到9.496。由于删去控制变量后，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仍然显著（𝛽 = 0.287，𝑝 < 0.01），我们认为假设1得到支持。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即用户参与和用户参与×知识距离对企业绿色创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用户参与和知识距离之间的交互项后，用户参与×知识距离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𝛽 = -0.161，𝑝 < 0.01）。为了更明确地解释知识距离调节效应的具体影响模式，通过“标准化”回归方程得出通过检验了的研究假设的交互效应趋势图，如图2所示。当用户和企业的知识距离较低时，用户参与程度越高越能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反之，当用户和企业的知识距离较高时，用户参与程度越高对企业的绿色创新贡献有限。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

    [image: QQ图片20220506112203]      [image: ]
图2 二维交互影响                                 图3 三维交互影响
  Figure 2 Two-way interaction effect                     Figure 3 Three-way interaction effects
模型4加入用户参与×知识距离×程序化机制的交互项，模型5加入用户参与×知识距离×互动化机制的交互项。结果表明，用户参与×知识距离×程序化机制之间的交互（𝛽 = 0.026，𝑝 >0.10）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不显著，而用户参与×知识距离×互动化机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关系。其交互效应趋势图如图3显示。可以看出，当互动化机制相对较低时，随着用户参与程度的提高，企业-用户知识距离高与企业-用户知识距离低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然而，当互动化机制较高时，虽然企业-用户知识距离高与企业-用户知识距离低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仍存在差距，但这种差距远小于互动化机制低的情况。
5 结果讨论
（1）用户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显著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中，用户参与程度越高，企业绿色创新提升的可能性越大。对于制造企业来说，用户均为组织顾客，用户参与绿色创新的过程即为跨组织的知识互换与互动过程。用户参与可以使企业有效获取用户的创新成果，转译成自身知识，从而来完善自己的绿色创新活动。本研究结论也支持了相关文献的观点：Feng et al（2019）认为用户可以为企业提供互补性的知识，使得企业更好地了解用户行为，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的精确度[2]；卢俊义和王永贵（2011）基于权变管理的视角，构造了以知识转移为中介机制的用户参与服务创新和创新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探讨了因果模糊性和知识冲突在用户参与、知识转移以及创新绩效改善三者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46]。
（2）知识距离在用户参与和绿色创新之间存在负向调节效应
用户和企业之间的知识距离决定了用户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程度。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存在知识距离，知识基础不足和知识重叠度低的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效率降低，同时增加知识获取和应用的成本，进而绿色创新的经济性将会受阻[18]。同时，由于享受服务的用户具有不同的企业背景，这可能是创造力的来源，也可能是导致冲突甚至创新失败的沟通困境的来源[47]。用户信息资源的宽泛性给组织理解和吸收顾客知识带来了一定困难，容易造成重要信息遗漏。因此，用户参与给企业带来了许多机遇，但也使企业面临一些风险，例如知识“过度嵌入”等[29]。基于上述原因，用户知识能否有效运用，取决于企业能否有效地规避知识距离，并将其转译成自身知识。企业和用户知识距离高，可能使企业运用用户知识解决业务问题的难度加大，放弃用户参与带来的知识，从而解释了知识距离对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的负向调节作用。
（3）用户参与、知识距离和互动化机制之间存在交互效应
用户参与×知识距离×互动化机制之间的交互效应也有研究间接论证。在用户和企业的互动过程中，知识可以通过双方的组织边界相互渗透，企业利用这些知识可以提高绿色创新活动的成功率，而用户将知识以问题的形式告知企业之后，企业通过绿色创新的形式解决问题，从而有利于用户更好地使用产品和服务，最终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郭净（2017）]研究表明，互动化知识整合机制有利于创造开放、透明的工作氛围，通过密集沟通方式，使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成员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绿色产品开发过程中，通过激励合作成员间的知识分享，从而提高绿色产品开发的合理性和创新性[31。基于此，我们推断互动化机制可以促进企业跨组织的知识交流和新知识创造的可能性很高，而程序化机制可能不会。鉴于知识距离来源于是双方知识基础和知识量储备上的位差，互动化机制而程序性机制可以削弱知识距离对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调节作用。
6 研究结论
6.1 研究意义
本研究从动态能力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出发，构建并验证了用户参与为自变量，知识距离、程序化机制和互动化机制为调节变量、企业绿色创新为因变量的模型，阐明知识距离和知识整合机制共同决定用户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可能的调节机制，为制造企业实现有效的知识整合，促进绿色创新实现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对此，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将用户参与相关研究扩展到知识管理领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把握制造企业用户参与绿色创新的内在运行规律，揭示制造企业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用户参与绿色创新的产生机理，从而丰富用户参与绿色创新与知识整合的理论。也有学者指出用户知识可以极大地帮助企业缓解自身“核心刚性”和提升绿色创新能力，但是绿色创新能力得以提升的前提是有效的转译并运用用户知识。由于知识管理涉及将大量信息转化为新知识的过程，因此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研究用户参与对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可以提供更深入的见解。
第二，本研究从知识距离的角度解决了用户参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有效性的争议。虽然用户参与企业绿色创新能为企业带来所需的大量用户知识，但是许多真实案例表明，全球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司通过获取外部知识改善和维持了业绩[8]。本文从知识距离的角度进行研究，知识距离负向影响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从而实证证实用户参与悖论的存在。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的解释。
第三，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了程序化机制和互动化机制对用户参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对影响。考虑到知识整合机制旨在促进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和交流，这可以极大地帮助企业规避知识距离。因此，本文主要将不同的知识整合机制作为次要调节变量引入模型，并且验证了程序化机制和互动化机制对用户参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有明显的次要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扩大了现有知识整合机制的研究范围，而且为用户参与悖论的的产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6.2 管理启示
本研究的研究结论在管理实践方面有以下启示：
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参与能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因此，为了有效促进制造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应该有效的转译和运用用户知识，而不是单纯地获取用户知识。为此，我们建议企业按照用户参与程度不同，将用户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黑箱（Black-box）”、“灰箱（Grey-box）”、“白箱（White-box）”三种用户参与形态。黑箱用户参与形态下，绿色创新由企业驱动，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相对独立地完成绿色创新活动，该形态下用户缺乏与企业互动，或者没有意识到参与企业绿色创新中，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软件等工具获取用户（包括普通用户）关于功能需求、市场、技术等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并将此信息用于自身的绿色创新活动中；灰箱用户参与形态下，由用户和企业进行正式或非正式合作，双方紧密互动，通过知识和技术共享、联合决策、知识共创共同完成服务场景创新、绿色产品开发；白箱用户参与形态下，绿色创新由用户驱动，用户（或者说领先用户）主导服务场景或者绿色产品的设计需求，用户在此形态下具有决策权，企业需要获取用户的创新成果，转译成自身知识，从而来完善自己的绿色创新活动。显然不同形态下，用户参与的方式、涉及知识共享与应用的过程、互动方式等存在很大差异，各自的知识整合过程与实现机制自然也不会相同。
第二，考虑到用户参与对绿色创新影响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距离，因此，企业应该寻求规避知识距离的方法。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互动化的知识整合机制可以给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为此，企业应通过建立与用户的关系、及时沟通等方式，促进用户和企业的知识交流。知识整合视角下，用户参与绿色创新不再是企业和用户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对用户知识的获取与利用。如果只强调获取用户知识而不转译和运用，就无法将用户头脑中的隐性知识转化为企业的知识资产，也无法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和绿色创新能力。
第三，制造企业应认识到用户参与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中的作用，进而应努力促进用户参与活动，并使其融入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中。具体地，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数字技术提高用户知识获取的实时性和准确性；大力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价值链、供应链各环节的数字化改造，推动制造业商业模式创新和绿色转型。加强制造企业与用户的互动合作，带动绿色研发、绿色制造、绿色营销及绿色服务四个绿色创新环节相互促进、相互衔接，实现智能协同。
7 结语
本研究旨在探讨知识距离决定用户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可能的调节机制，以及两种不同的知识整合机制的次要调节效应，为制造业如何有效的利用用户资源提供新的见解。尽管本研究对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仍然有两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一，虽然我们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提出了用户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但我们并没有严格证明两者之间可能的中介机制。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将一些与知识管理相关的变量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从而进一步验证论点。第二，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西部地区，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可能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工作可以在其他东部发达地区进行，以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从而更好地为企业利用用户知识进行绿色创新提供“立地”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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